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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节点—场所模型的高铁站点地区规划评价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宋文杰
1，2
，史煜瑾

1
，朱青

※1
，张文新

1
，丁俊翔

1 

（1.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中国北京100875； 

2.中国建筑设计院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北京 100044） 

【摘 要】随着我国高铁建设的快速发展，沿途城市将高铁站点作为城市发展新的增长极，对高铁站点地区的

规划和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基于贝托里尼的“节点—场所”橄榄球模型，通过测算长三角地区26个高铁站点的节

点（交通）价值和场所（功能）价值，对高铁站点地区的规划进行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杭州东站、南京南站、宜

兴站等8个站点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而大部分高铁站点偏离可持续发展状态。因此规划建设主体应兼顾高铁站点

建设存在的潜力与风险，规划中采取有效的方式促进高铁站点地区可持续发展，以带动城市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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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沿线城市抓住高铁机遇探索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依托高铁的新城发展规划相继出台［1］。然

而，许多高铁站点地区存在规划规模过大、功能定位过高、同质性严重等问题［2］，由此带来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隐忧，以及

产业培育的难题，使依托高铁的新城发展面临困境，对高铁站点地区规划进行有效评估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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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铁站点对地区发展影响机理 

高铁站点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相关研究。Wayne Atton 等提出“城市触媒”概念，认为交通枢

纽作为城市触媒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对人产生较强吸引力，激发人的活动，给区域带来活力，有效促进经济发展［3］。王缉宪

等认为高铁站不仅仅是简单的进出城市的门户，更是一个充满各种城市活动的“白昼社区”（day-time community）。高铁站

本身的良好形象、增长潜力以及较好的可达性，吸引了办公、居住功能；高铁使得面对面交流成本降低，促进了商务、会展、

会议中心等功能的发展。这些功能集聚在高铁周围，形成高铁对城市发展的最直接影响［4］。贝托里尼认为，一个地方越容易到

达，人们到达这里的可能性就越大（节点交通价值），到达的人越多人们交流的机会越多，经济社会活动（场所功能价值）产

生的机会就越多；同时，地方经济社会活动越多，就会吸引更多人流，形成节点价值与场所价值的循环交互促进作用，这两种

价值互动循环促进的结果即为车站地区的发展结果［3］。林辰辉认为人流是带动高铁站地区开发的核心资源［5］。杨犇研究发现高

铁带来的时空距离压缩将促进生产者与供销商及消费者面对面交流，释放更多生产与消费能力，扩张沿线城市的产品、服务与

劳动力市场［6］。 

1.2 高铁站点地区规划开发评估的实证研究 

一些国外学者将节点—场所模型作为一种实证分析方法用于评估站点区域交通条件与土地开发利用的协调性。Zweedijk［7］

和Serlie［8］将节点—场所模型应用于阿姆斯特丹和乌得勒支的铁路站点区域分析评价。Saeed Monajem等在节点—场所模型中加

入空间指标对德黑兰地区的地铁站点进行分析计算，发现站点区域街道网络的空间结构密度、连贯性与区域活动的强度和多样

化程度呈正相关［9］。Xueming Chen等将上海虹桥交通枢纽作为一个实证案例进行节点—场所模型分析，发现虹桥枢纽中心目前

处于不平衡的节点发展模式中，但随着虹桥商业中心的全面建成将会回归平衡状态［10］。David S. Vale对里斯本站点区域的步

行街连接性进行评估，发现一个平衡的“节点—场所”并不一定是交通导向发展的结果，两者互补性的研究对于鉴别和划分站

点区域十分有效［11］。 

目前国内对于交通站点地区发展情况的实证研究较少。林辰辉选取我国较早建设的6条高铁沿线的17个站点作为研究对象，

以距离站点1 500m作为观察范围，实证分析高铁站点对周边区域的直接影响［11］。其研究表明，13个大城市站点中，有7个站点

的年均开发总建筑面积超过25hm2，达到显著开发水平；有9个站点的开发用地平均净容积率大于2，达到显著开发水平。中等城

市中，较早运营的秦沈客运沿线的锦州南站、葫芦岛北站和秦皇岛站依然处于低水平开发状态［12］。于涛等研究发现京沪高铁沿

线的高铁新城存在空间规模规划过大的现象，例如宿州高铁新城规划面积30km2，地方政府采取超常规的基础设施投入，但效果

并不显著，可持续性亦受到质疑［13］。 

贝托里尼的“节点—场所”模型是评价站点地区发展的一个较为实用的理论模型，被广泛用于评价国外交通枢纽地区的发

展情况［14-15］，但目前国内有关节点—场所模型的研究仅处于理论阐释阶段。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的第一大经济区，处于全国十大

城市群的领先地位，高铁建设对该区域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16-19］。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分别测算高铁站点地区的节点交通价值和场所功能价值，通过“节点—场所”模型评估高铁站点

地区规划开发的可持续性，为高铁新城规划发展提供依据和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节点—场所模型 

贝托里尼的“节点—场所”橄榄球模型认为车站地区包含两种价值：节点（交通）价值和场所（功能）价值。两种价值必

须相互协调，交互促进，才能使站点地区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3］（图1）。节点（交通）价值反映站点的交通属性，可达性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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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测度指标；场所（功能）价值反映站点区域的功能属性，是对区域活动密度和强度的评估，可包括活动场所面积、商业设

施数量、集聚程度等方面的指标。 

 

2.2 节点（交通）价值测算方法 

本文将站点可达性作为节点价值的测算指标。常用的可达性计算方法有：潜在可达性、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成本、日可达距

离［20］和重力模型法［21］等。其中，潜在可达性是计算交通节点区域可达性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20，22-23］。其原理是：可达性

对城市发展产生潜在经济影响的前提是基于“距离衰减效应”。即j 城市对i 城市所能产生的潜在经济影响与j 城市的经济规

模成正比，与j 到i 的距离成反比。公式如下： 

 

式中：PAi表示城市i 的潜在可达性；Dj是城市j 的经济吸引力度，一般用GDP表征；tij是i 到j 的旅行时间；α是距离摩

擦系数。 

考虑到节点可达性与自身的经济吸引力度存在较大关联，故本文采用基于重力模型改进的潜在可达性计算方法。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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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表示站点i 的可达性；PAi表示站点i 的潜在可达性，可由公式（1）计算得到；Di、Dj分别表示站点i、j 的经济

吸引力度，取站点所在城市的GDP数据（2014年）代入计算；tij是站点i 到j 的旅行时间，基于站点间的时间成本数据，通过

ArcGIS得到高铁站点间最短路径的OD 成本矩阵数据；α是距离摩擦系数，区域性的经济活动可达性研究通常取值为1［22-24］，

故此处α=1。 

2.3 场所（功能）价值测算方法 

由于我国政府部门对高铁站点地区发展有强大的支持力，在政府部门强势推动下的“高铁导向”新城发展模式在长三角地

区广泛实施。截止到2014年底，长三角地区42个高铁站点中，共有27个站点出台高铁新城规划。本文对站点地区场所价值的测

算主要基于高铁站点新城规划情况，综合考虑高铁新城规划的用地规模、规划定位、主要功能等指标。高铁站点的场所价值测

算公式如下： 

站点场所功能价值=用地规模×规划强度系数（3） 

规划强度系数=等级系数+功能系数（4） 

式中：用地规模为高铁新城规划的用地面积；等级系数代表高铁新城规划中对自身等级、层次的定位，定位越高，取值越

大；功能系数代表高铁新城承担各类区域功能的多样化程度，功能种类越多，取值越大（表1）。 

 

3 研究区域与对象 

根据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图2），区域

面积21.07万km2。该区域的高铁建成时间较早，高铁线路较多。在通过高铁促进产业转移、发挥大城市扩散作用等方面［25］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长三角地区建成高铁包括三条区际高铁线路（杭福高铁、京沪高铁、杭长高铁）和三条城际高铁线路（沪宁客运、

沪杭客运、宁杭客运）。本文选取三条城际高铁与杭福高铁上的站点作为研究对象（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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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三角区域高铁站点地区规划现状 

在长三角地区的42个主要高铁站点中，有26个站点出台相应规划（表3）。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高铁站点的开发规模有较

大差异。其中开发面积最大的是镇江站，依托高铁枢纽建立南徐新区，规划用地总面积为29.5km2。其次是上海虹桥站，规划用

地面积为26km2，这两个新区的规划功能用地规模均超过20km2。嘉善南站（14.3km2）、临海站（12.3km2）、长兴站（12km2）和

桐乡站（11km2）的新区规划用地规模在10~20km2之间。嘉兴南站（9.8km2）、温岭站（9.5km2）、余杭站（9.35km2）、杭州东站

（9.3km2）、宜兴站（7.5km2）、温州南站（7.19km2）、瑞安站（6.2km2）和南京南站（6km2）的新区规划功能用地规模在5~10km2

之间。规划功能用地规模小于5km2有12个站点，其中最小的是苍南站（0.97km2）。 

从新城规划定位上来说（表3），主要包括：城市副中心，城市门户、城市新区、功能中心，功能示范区、功能区、功能平

台，城市窗口、交通枢纽，居住社区。其中对高铁新城较高的定位是“城市副中心”，最常见的定位是“城市门户、功能示范

区、功能区、功能平台”。整体上，高铁新城规划定位普遍立足于功能性要求，地方政府对高铁建设带来的影响持乐观态度。 

从功能定位上来说（表3），多数高铁新城规划考虑交通节点对人流的强吸引效应，布局多种产业类型与功能。有研究表明

在长三角地区，高铁站点城市的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6］。通过分析发现，我们同样发现居住功能、商

务商贸功能和休闲娱乐旅游功能是站点地区主要的规划功能（表4）。房地产业、休闲娱乐服务业、商务商贸业以及旅游业是高

铁站点地区规划发展的主要产业类型，而高新技术产业、会展业、信息服务业、电子商务业、研发、外包与教育培训产业并未

受到重视。会展业可以借助良好的人流集散功能，电子商务业可以借助良好的物流集散功能发展，高铁站点地区有这方面的优

势，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这方面的功能。 

从站点地区功能结构配置角度来说，宜兴站、长兴站和杭州东站有4种以上的功能一致，南京南站与常州站、上海虹桥站、

嘉兴南站、宜兴站、杭州东站、台州站、鳌江站和苏州站有3种以上的功能配置相一致，余姚北站与瑞安站有3种功能配置一致

（表5）。这些站点之间功能结构相似度较高，体现出长三角地区高铁新城规划的产业与功能定位趋同现象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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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三角地区高铁站点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测算 

以上文中提到的已出台高铁新城规划的26个站点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高铁站点地区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的测算。由于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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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城市规模对站点的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会产生先导性影响，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站点的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分别处于不同等

级，不具备直接可比性，故将26个站点依据站点所在城市的规模等级分为两类分别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讨论：大城市站点（城

镇人口规模大于100 万）和中小城市站点（城镇人口规模小于100万）。 

5.1 节点（交通）价值测算 

根据公式（2）计算得出站点的节点价值（图3），发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节点价值差异较大，大城市站点的节点价值远

高于中小城市，从侧面证实大城市站点的可达性优于中小城市站点［27］。大城市站点间的节点价值分布不均衡，上海虹桥站和苏

州站的节点价值显著高于其他站点；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减小，节点价值存在减小的趋势。中小城市中站点间的节点价值分布

较为均一，不同规模城市的站点节点价值差异较小。 

5.2 场所（功能）价值测算 

结合站点的规划数据资料，根据公式（3）计算得到站点的场所价值（图4），发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站点场所价值差异

不显著，说明中小城市的高铁新城规划开发规模和强度不亚于大城市站点，地方政府需要警惕盲目跟随大城市步伐的规划开发

模式。在不同规模城市的站点当中，镇江站和上海虹桥站的场所价值显著高于其他站点，其余站点的场所价值分布较为均衡，

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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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三角高铁站点地区规划评估与分析 

将高铁站点地区的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数据分别按照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类别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建立“节点—场所”评价

结果图（图5）。横轴代表场所价值，表示高铁站点地区新城规划的规模、强度；纵轴代表节点价值，表示高铁站点的可达性。 

模型评估显示（图5），在11个大城市站点中，常州站、嘉兴南站、松江南站、温州南站、台州站处于低度发展区；杭州东

站、南京南站处于可持续发展区；苏州站、昆山南站处于节点价值过高的不可持续发展区；镇江站处于场所价值过高的不可持

续发展区；上海虹桥站处于过度发展区，也验证了Chen X等的结论，即大城市站点中的上海虹桥站目前处于一个不平衡的发展

模式上［16］。 

在15个中小城市站点中，宜兴站、桐乡站、上虞北站、嘉善南站、温岭站、瑞安站处于可持续发展区；余姚北站、乐清站、

临海站、苍南站处于低度发展区；金山北站、丹阳站处于节点价值过高的不可持续发展区；长兴站、鳌江站处于场所价值过高

的不可持续发展区；余杭站处于过度发展区。 

整体来说，部分站点规划处于可持续发展区，对地域交通价值与发展评估较为合理。但多数站点的规划偏离可持续发展区，

未来发展存在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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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少部分站点处于可持续发展区 

模型评估结果显示，在选取的26个研究站点中，仅有8个站点（杭州东站、南京南站、宜兴站、桐乡站、上虞北站、嘉善南

站、温岭站、瑞安站）规划功能与实际交通价值相匹配，处于相对可持续发展状态，反映出这些站点地区的规划较为合理。 

Sands认为站点地区规划建设有强大的区域经济支撑、政府部门的支持、与其他交通方式紧密衔接、与城市商业中心的良好

衔接，可以产生强劲的发展动力［28］。杭州东站和南京南站这两个大城市站点，在依托杭州、南京两个发达经济腹地和区域交通

枢纽地的基础上，向新城引入城市优势产业发展，例如杭州高铁新城规划将其定位为城东新城，重点围绕旅游服务业同时扩展

商业、居住功能，南京高铁新城规划则定位为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商贸、商务功能，两个站点均立足优势，实现良好的发展。 

相较于大城市站点的背景优势而言，中小城市站点把握规划的适宜性和对人口的吸引力更为重要。人流是带动高铁站地区

开发的核心资源［11］，高铁站点地区的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有效衔接，同时明确适合自身发展阶段和特点的具体定位，是高铁新

城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29］。处于可持续发展区的小城市高铁站点地区规划具有方向明确、特色突出、符合实际的特征，例如嘉

善南站新城规划致力于打造全国现代服务业产业新城典范，以电子商务为核心，高端应用电子研发为主导，借助功能平台增加

对人才的吸引力；桐乡站的规划为长三角人居休闲宜居区和桐乡南部新城区，布局旅游服务、总部商务、休闲购物娱乐、现代

服务业等产业，通过基础设施和环境实现人口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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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大部分站点偏离可持续发展区 

在我国政府主导力较强的背景下，大部分高铁站点地区规划不能实现与站点节点交通价值形成良好的匹配，容易偏离价值

均衡区，高铁站点地区的发展建设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估结果显示，约69%的站点处于不可持续发展区，根据其节点价值

和场所价值的相对大小，可分为4种类型：过度发展、低度发展、节点价值过高的不可持续发展、场所价值过高的不可持续发展。 

6.2.1 过度发展 

上海虹桥站和余杭站的节点价值和规划的场所价值都很高，站点的交通功能和地区场所活动功能已达到发展利用的最大值，

处于相互紧张状态，想要进一步发展将会困难重重，地区的交通条件和土地开发利用的协调性面临挑战。交通枢纽和中心车站

容易形成过度发展的情形。在未来的发展中很可能由于过度开发造成拥堵、高地价等城市病。 

6.2.2 低度发展 

模型评估显示，常州站、嘉兴南站、松江南站、温州南站、台州站、余姚北站、乐清站、临海站、苍南站这9个站点的节点

价值与规划的场所价值都较低，站点的交通功能和地区场所功能处于相互依赖状态，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作用，难以带动区

域的实效性发展。这些站点的新城规划发展将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对区域推动作用较小，发展活力不足。在这些站点地区进行

二次开发的难度大、效益性不强。从城市规模角度分析，5个大城市站点中位于低度发展区的站点，城市发展资源与机会更为充

分，在未来实现站点可达性和地区功能同步提升的基础上，有望进入可持续发展模式。但处于低度发展区的小城市站点，摆脱

低度发展循环的外在推动力较弱，发展前景较难预测。 

6.2.3 节点价值过高的不可持续发展 

模型评估显示，金山北站、丹阳站、苏州站、昆山南站的节点价值远高于规划的场所价值，导致新城规划处于不可持续发

展状态。侯雪等对北京南站的研究发现，北京南站目前属于过多节点效应发展类型，过多的交通功能减弱了区域的城市功能，

压制其场所效应的发展［30］。上海金山区、松江区紧邻上海市区，苏州、昆山紧邻上海市，丹阳邻接镇江、常州两个交通枢纽，

这些站点地区交通区位条件良好，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地区的节点交通价值。但在政府主导体制下，地方政府未能

充分认识、正确预估到高铁对本地经济潜力带来的提升作用，导致对应的高铁站点地区的规划未能与现有的节点价值相匹配，

造成良好交通价值的浪费，导致两者的不协调发展。金山北站地区的开发只引入了居住功能，单纯依靠居住功能带活区域发展

有诸多弊端，形成“睡城”的可能性较大，同时也不利于盘活区域发展潜力。 

6.2.4 场所价值过高的不可持续发展 

镇江站、长兴站和鳌江站的场所价值远高于节点价值，新城规划处于不可持续状态。一方面，这些站点的节点价值不够突

出，高铁建设所带来的交通优势尚未凸显，不足以带动大规模、高水平的地区新城建设，而另一方面，既定的新城规划建设面

积和开发强度过大，导致节点价值和场所价值难以平衡。 

目前，高铁导向的新城发展模式被广泛应用，当地政府对高铁所带来的可达性改善盲目乐观，在高期望下，大规模建设高

铁新城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高铁站点由于远离市区，与市中心的交通接驳条件差，这会使高铁的竞争力大打折扣，削弱了高

铁站点带来的交通节点价值，使得带动站点地区发展的能力有限。同时，由于到达市中心的可达性较差，原本居住在市区的人

群到新城的通勤就业意愿不高，造成经济活动的吸引力有限，高铁站点所具有的场所价值也受到挑战。过度规划开发造成场所

价值虚高，中小城市的高铁站更易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站点地区的发展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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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节点—场所”模型，对长三角地区部分高铁站点地区规划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长三角高铁站点地区开发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其规划普遍立足于功能性要求，地方政府对高铁建设带来的影响持乐观态度，

不乏“城市副中心”等较高定位。站点地区的功能结构相似度高，产业与功能定位趋同现象较为严重。居住、商务商贸和休闲

娱乐旅游功能是站点地区主要的规划功能。 

“节点—场所”模型评估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的26个高铁站点地区规划中，部分较为合理，站点规划功能与实际节点交

通价值相适应，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但多数站点地区规划不能与其节点交通价值相匹配，偏离价值均衡区，对本地区的内在

发展价值认识不足，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政府和规划部门应结合实际，认清高铁新城建设存在的风险，摒弃对高铁站点地区建设偏于乐观的态度。同时本研究认为，

高铁站点地区的规划与传统规划存在一定差异，应重视对地区节点交通价值的分析，寻求节点交通价值与规模、功能等城市功

能价值的平衡，促进高铁站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对节点交通价值较低的站点，考虑改善站点与市区之间的公共交通接驳条件，

对场所功能价值较低的站点，应预留核心地段地块，保证开发弹性，以应对未来可能的高强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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